
2019 年 7 月 河 北 学 刊 Jul．，2019
第 39 卷第 4 期 Hebei Academic Journal Vol．39 No．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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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旨归( 专题讨论)

主持人: 宋月红

［主持人语］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70 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国史研究逐步从中共党史研究中成

长并成熟起来，其理论与方法也不断趋向完善和发展，并产生了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的理论与方法》(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6 年第一版、2019 年增订版) ，努力构建着与中共党史研究相联系又具有自身特

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也赋予了国史研究及其理论

与方法新思想、新认识、新内涵，需要国史研究全面而深入地推进本学科建设和学术理论建设，同时推动国史研究走融

合创新发展之路，丰富和发展国史研究及其理论与方法。历史研究是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的基础。国史研究以历史研

究为基础和特色，其理论与方法中基础性和关键性的问题是国史研究的对象、理论导向及学科属性问题。为了更好地

研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的理论、方法与旨归，我们与《河北学刊》杂志社一起策划组织了本组专题讨论，结合国史

学科发展建设中的若干认识与现实问题进行多方面探讨，以期引领和推动国史研究不断向纵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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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学理基础与方法
宋月红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 简称“国史”) ，是 1949 年新

中国成立以来的国家历史，是把新中国的昨天、今天

和明天联系起来并与现实和未来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国家历史。它是在对中华民族 5000 多年悠久文明

的传承中、对近代以来 170 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

的变革中延续下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

民进行 28 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并取得彻底胜利的基

础上缔造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它在中

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进程中奠基、开创

和发展，如今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它

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而且深刻改变了世界，是世界

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中不可或缺的重

要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为人类社会发展进步事业不

断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新中国的国史，是正在发展着的活的历史，波澜

壮阔，丰富多彩，不断进步。研究和编纂国史，不仅

需要国史的阶段史、时期史、专门史和专题史，而且

更需要国史的全部历史、整体历史，特别是反映和揭

示国史的主题与主线、主流与本质的历史，具体则集

中表现为国史通史。从严格意义上说，国史主要是

指国史通史。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具有基础性、战
略性和根本意义，其学理基础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思

维、哲学思维及其思想理论体系，研究和编纂方法也

具有总体性、多重性和综合性。在马克思主义国家

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下，国史研究和编纂围绕关于新

中国的国家理论，构建并形成国史观、国史理论和国

史研究理论。

一、关于国家观与历史观、国史观与国史理论

“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1］(《太史公自序》)。新中

国的国史相对于古代和近代历史，虽为时不长，却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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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每刻都在发展和进步，所以研究国史的意义无比

深远。探求新中国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贯通新中国

历史与现实之发展变化，既需要吸收、借鉴修史的传

统学理，如史料学、编纂学的理论与方法等，更需要

继承、发展治史的现代学理，如史观、历史哲学等。
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学理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国家

观、历史观与历史理论在国史研究与编纂中的应用

及发展，主要涵盖关于新中国的国家理论、国史观、
国史理论和国史研究理论。

1．国家观与历史观辩证统一，互为思想认识基

础与前提。国家观是关于国家的总的看法和根本观

点，历史观则是关于历史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国家

观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中形成、丰富和发展，以历史

观为思想来源和认识先导，欲有一个正确的国家观、
人生观和世界观，必先有一个正确的历史观。同时，

国家观蕴含历史观，既关乎国家的历史又关乎国家

的现实和未来。认识和研究国家历史，须以国家观

相统筹，把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
历史是一个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真实记录，同时

也给国家的盛衰成败及其前途命运提供借鉴与启

示。历史时空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是相连相通的。
世界上每个国家都有其国家历史，因而国家与其国

家历史天然地联系在一起。国家的社会形态、社会

性质和社会矛盾，必定有与其相应的国家治理和国

家观念、理论或学说。国家及其各个方面从历史中

延续或变化而来，形成相互联系的整体。对于国家

的认识，既有表现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

国家观，也有蕴育和显现在历史思维中的国家观，推

动或制约国家历史的发展变化。
历史观在人类社会思想史中林林总总、表现各

异，迄今从总体上形成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根本

对立。1845 年，马克思、恩格斯合作撰写《德意志意

识形态》，首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

原理［2］。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人民民主、人与自然、世界历史等

的思想，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
人们的历史观不同，也就是认识和研究历史的立场、
观点及方法有所不同，即使是对于同一个历史或事

实都会形成不同的甚至是截然相反的结论。历史是

有规律可循的，认识和研究历史是历史观与历史事

实相结合的，没有历史观或历史观有偏差甚或错误，

必然会导致对历史模糊、混沌或不可知论，不能准确

地把握历史事实，也就难以得出历史规律性的认识。
一切历史需要以历史观为认识前提，通史更是如此。
在形成历史观的过程中，离不开专门史、专题史，更

离不开通史。历史研究有了通史，相应的历史观才

是成熟和完善的，也才能广泛而深入地开展专门史、
专题史研究，并从整体上形成历史认识论和方法论。

2．关于新中国的国家理论，是关于什么是新中

国、如何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政治理论与历史理论

的有机统一。“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

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3］( P486) 新中国是

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和本国历史发展中走来的，从

一开始就是要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设一个新的

中国社会，并从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向

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以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继承、发展、与时俱进中逐步

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中国国家根本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

征，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依照国家宪法

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

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新中国是单一

制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华各民族一律平等，国家

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权利和利益，维护和发展各

民族的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关系。国家实行依法

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在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

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

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4］( P202—203)。新中国有其立国之

源之本，诸如新中国的国家性质、国体、政体和国家

结构形式，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关于新中国的国家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历史

观与新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新中国”和“国史”的历史与逻辑关系中，

“新中国”是“国史”的主人，“国史”是“新中国”的国

家历史。研究和编纂国史特别是国史通史，其出发

点和落脚点在于科学认识、研究及阐释“新中国”，即

要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不知何为新中国、新中

国是怎样的，则不知国史的主体是谁、国史又属于

谁，也难以认清新中国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样建设

和发展起来的。“新中国”是研究和编纂国史特别是

通史的物质、政治及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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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研究以认识和反映国史为基点及着力点，

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则在于通过国史、依据国史来研

究及反映国家。在这个意义上说，国史研究，一方面

是关于新中国历史发展的研究，以史为基本内涵; 另

一方面则是关于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新中国的研究，

以国家为研究对象。历史离不开现实，现实也离不

开历史，特别是由于新中国的历史与新中国的现实

和未来最直接、最紧密，因而国史也可以说是历史基

础之上的国家与社会的现实及未来。国史研究最鲜

明的特征是历史研究，但从内涵上说则是新中国的

国家与社会的历史和现实的综合性研究，也就是要

把国家历史与现实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既从历史观

察现实，又从现实观照历史，通过借鉴历史，从历史

发展的长度、广度和深度上总结历史、探索历史经验

与规律，并从历史深处把握现实和未来，从国家历史

进程中研究新中国。
3．国史观是关于国史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

属于历史哲学范畴; 国史理论则是历史哲学基础上

关于国史的理论形态，并指导国史研究理论发展。
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历史观指导下，以关于新中国

的国家理论为基本认识基础与前提，形成、丰富和发

展关于新中国的国史观及国史理论。国史观是认识

和研究国史的思想认识、哲学及价值基础。国史理

论则是主观见诸于国史这一客观存在的认识论和反

映论，主要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关于国史与国

史问题，以及在历史基础之上的当代中国理论与实

践问题的基本认识和论述。它是关于政治和经济社

会的，如关于新中国成立、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

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及其基本路线、改革开放前后

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

代等等。确立“国史观”和“国史理论”的概念，需要

把其从历史学研究中既相互联系又区分开来。
在一定意义上说，哲学社会科学的每门学科都

是或直接或间接、或多或少地认识和反映国史、国史

观及国史理论的，只是研究层面各有偏重，研究方法

各有侧重。一方面，国史不仅是历史学研究而且是

其他一切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历史学研究及

其理论与方法只是其中认识和研究国史、国史观及

国史理论的一种学科理论与方法，不能代替或涵盖

其他哲学社会科学反映和揭示国史、国史观及国史

理论。如关于新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和执政，不仅要从历史学研究中共党史党建，而

且要从政治学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

治协商，研究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和

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 再如，关于新中国经济建设，

蕴含丰富的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理论，不仅要从历

史学研究新中国经济建设的历史进程，而且要从政

治经济学理论进行经济建设经验与规律的探索。国

史观和国史理论以历史学理论为基本方法，但仅仅

依靠历史学理论与方法对国史观和国史理论进行认

识及揭示则是单向度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国

史研究的鲜明主题与主线。但仅仅从历史学研究则

不足于广泛而深入地反映和揭示这一主题与主线。
另一方面，国史研究以历史学研究为基础，同时属于

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政治学学科，而且国史各个

方面的研究不仅是历史学，而且分属于相应学科门

类。
不仅如此，国史作为综合性研究对象，在研究学

科、方法和手段上具有多学科、跨学科及交叉学科的

理论与方法。国史研究理论是关于国史研究的认识

和方法，其既有综合性，又分门别类，如马克思主义

国史研究理论和历史学的国史研究理论、政治学的

国史研究理论等，因而不能将国史理论、国史研究理

论受制于或垄断于历史学。不断推进历史学与其他

学科融合发展，也是不断丰富和发展国史理论、国史

研究理论的学科建设与发展之路。
总之，国家观与历史观、新中国的国家理论与国

史观、国史理论和国史研究理论，构成国史特别是国

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学理基础。这一学理基础具有

相应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研究和编

纂国史通史，首先要正确认识及科学把握国家观、历
史观和关于新中国的国家理论，其次还要正确认识

及科学把握国史观、国史理论和国史研究理论及其

相互关系。

二、关于国史通史的基本内涵及特色

国史是新中国历史发展中活的社会有机体，应

主要从新中国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社会主要矛盾

以及新中国的国体与政体、道路与制度、理论与实践

的结合中加以认识和研究。其一，即使是国史的政

治史、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和外交史等，如果不从

国家建设和发展的整体性出发，不把各专门史、专题

史融合起来，特别是不以国史的主题、主线、主流与

本质加以贯通，那也仅仅只能说是国史的构成。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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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内涵与结构上，国史主要是指中央以及中央与

地方之间关系的历史，也包括地方史中具有典型代

表性、国家意义的历史，如反“藏独”“疆独”史等。它

与地方史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但绝非地方史、部门

史的单一性、机械性的集合。其三，国史是时刻在向

前发展和贯通的，只有进行时而没有完成时。而且，

国史的专门史可能会在某些时段中断或终结，但国

史则始终是在变化、发展和进行之中的。其四，一般

地说，通史的种类有多种，如专门史等也可以有“通

史”，但这样的通史终究还是纵通性或时间段性的专

门史，而非整体性、一体化的通史。因此，对于国史

而言，既不能认为国史通史是不存在的，也不能认为

一次性就能完成对国史通史的研究和编纂。
国史是历史与现实最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国史问题是历史问题，更是政治问题。研究和编纂

国史通史，是国史自身不断发展所决定的，是国史所

蕴含的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

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规定的。由此而言，国史通史

在历史内涵与历史进程上既是“全面”的、又是“贯

通”的，研究和编纂国史须以“体”和“用”观之———
国是“体”，史是“用”，旨在通过国家历史，由史迄今

乃至未来，以国为本、以史为鉴，全面、完整、客观、科
学、准确地认识和研究国家是什么、当今怎么样以及

未来怎么办。不仅如此，在历史研究和编纂中，一方

面，分期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认识问题。古代史

和近代史的分期一般称为“断代”“断限”，而当代史

的分期则主要是指同一个时代的“时期”“阶段”等，

因为当代史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继承性与发展性的

统一更加鲜明，更富有时代特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国史与中共党史同

向融合、与时俱进。所以说，国史通史的研究和编纂

随着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而趋向成熟。其中，代表

性成果主要有如下几种: 一是胡乔木《中国共产党的

三十年》( 1951 年 6 月 22 日《人民日报》)。该著记

述了中国共产党 30 年历史，其中涵盖了新中国成立

初期三年的国史，并融入到 30 年党史国史的基本总

结之中，由此也开创了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与中共

党史研究的有机结合。二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

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

一决议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32 年历史追溯

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的 28 年党史，把中华人

民共和国成立前和后的党史国史内在地结合和统一

起来，同时概括性地总结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

启改革开放最初三年的历史经验，也把改革开放前

和后的党史国史联系、拓展与深化开来，并推向未来

发展。三是编纂和出版《当代中国》大型丛书。该丛

书以新中国省制史、行业史、领域史和部门史为基

础，上溯古代和近代，下至 1980 年代改革开放，系统

性地研究与编纂了党和国家事业的历史渊源、创立

与发展，各卷集合起来就成为了首部比较严格意义

上的国史通史。四是当代中国研究所《中华人民共

和国史稿》( 五卷本，当代中国出版社 2012 年版)。
该著概述了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到 1984 年 10 月 20 日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①，即从中华人民

共和国成立到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经济体制改革间

35 年的国史。上述成果为国史通史的研究和编纂奠

定了重要基础及基本条件。但是，正式的国史通史

仍未完整地确立起来。而且，国史是正在动态发展

的，因而国史发展到哪里，国史通史不仅应从内涵

上、时段上贯通到哪里，而且还应在学科上既融通于

又相对独立于中共党史研究，构建起研究和编纂国

史通史的学理及学术规范，并不断成熟和完善其理

论体系及方法论体系。
国史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为历

史发展主体。研究和编纂国史通史，既需要从整体、
全局和深远意义上，又需要从基础和根本意义上，完

整描述国史的总体面貌和历史进程，具体地、历史

地、辩证地、客观地认识和把握国史发展及其历史与

逻辑关系，把国史同中共党史统一于中华民族发展

史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史之中，揭示国史发展的主题

与主线、主流与本质，探寻国史发展的经验与规律，

展望国家发展前景和总趋势。
1．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国史通史的本

质内涵与特征。历史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

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从领导中国人民为夺

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掌握全

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执政党，又从受到外部世界封

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

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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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党。归结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

特征 是 党 的 领 导，最 大 的 优 势 也 是 党 的 领

导”［5］( P192)。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是

新中国建设和发展的根本历史逻辑、政治逻辑、理论

逻辑与实践逻辑。从这个意义而言，党的领导和执

政、党的建设和发展、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是“三位

一体”的，这无疑既是党史又是国史的总主题。
2．“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6］( P5) ，马克思主义唯

物史观指导下的人民史观是国史通史的根本政治立

场和哲学基础。新中国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国体，以

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政体，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

民，“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7］( P76)。在这个意

义上说，国史就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命运、建设自己

国家的历史进程。研究和编纂国史，可以是某一历

史事件的纪事本末，也可以是某一历史人物的生平

思想业绩，但这些事件和人物无不产生于人民群众

的广泛社会实践与生产、生活之中，无不来自于人民

群众的意志和利益，或与之相联系。研究和编纂国

史特别是通史，必须尊重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和首

创精神，须将人民史观贯穿始终，深刻认识和科学揭

示中国共产党与人民群众、与中华民族的关系。
3．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基本制

度、理论与实践，是国史通史的基本要义与内核。历

史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发展历史上，

中国共产党以国家、人民、民族的利益和盛衰兴亡为

己任，探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与道路，创造性地领导与

推动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中国，相继开辟了“符合

中国实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改造和

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8］( P25) ，

不断把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向前进。新

中国的社会形态、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蕴含着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基本制度、理论与实践的历史必

然性和规律性。这些虽然可以通过局部的、阶段性

的历史加以反映，但唯有以新中国全部的和整体的

历史，以及正在发展着的历史，才能完整体现、充分

展示，并不断揭示其历史价值和深远意义。
4．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整体，中国与世界的关系

是国史通史的重要成因、内涵与构成。马克思、恩格

斯说:“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

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

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

史。”［9］( P88) 新中国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推动自己和

世界和平发展、交流互鉴，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

治，不仅深刻改变着自己国家和人民的前途及命运，

而且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发展进程，推进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和世界社会主义、人类社会发展进步。所

以，研究和编纂国史通史，不仅要把国史与世界史相

互联系和比较，而且要把国史置于世界历史发生、发
展的时代大背景和国际环境发展、变化的条件下。
人类文明历史滚滚向前，时代潮流浩浩荡荡。只有

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与人类社会文明发展史相

联系，才能透视出人类社会文明历史发展的本质和

时代发展的方向。
国史通史既具有一般通史的基础性、普遍性和

规律性，又具有自身特殊性、时代性和前沿性。国史

通史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也是在继承与发展中与

时俱进、通向未来发展的。国史通史是国史的阶段

性与连续性、局部性与整体性、地方性与国家性的辩

证统一，进而具体地、历史地揭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以及新中国的物质文

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

及其相互关系。

三、关于国史通史的“八重”研究和编纂法

在历史研究和编纂中，中国古代史学有史德、史
才、史学、史识之说，近代则在考古学和考据学上倡

导“二重证据法”或“三重证据法”，将“纸上之材料”
与“地下之新材料”相互印证，或曰“取地下之实物与

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

籍互相补正”，“取外来之观念，以固有之材料互相参

证”［10］( P219)。现当代以来，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在中

国传播和发展，推动中国史学研究以唯物史观为指

导，在建设和发展历史哲学、历史理论的基础上，不

断丰富和发展治史观念及方法。
国史、国史研究的综合性也决定了国史通史研

究和编纂的多重性。概括起来，国史通史具有如下

相互联系、交叉融合的“八重”研究和编纂法。
1．中华民族史总体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下，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共同缔造了新中国，开辟并

不断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和新进程，实

现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一部新中国国史就是一部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创

业史、奋斗史和发展史，是中国人民、中华民族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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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社会发展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的历史。新中国

的国史蕴含于中华文明、中华民族精神之中，而中华

文明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奠基的，中华民族精

神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培育、滋养的。研究和编纂

中华民族发展史，实质上也就是研究和编纂中华文

明史、中国人民发展史。新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

族国家，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和谐、共同团结进步和

繁荣发展。立足于中华民族史来研究和编纂国史通

史，有利于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发展史、中华各民

族的发展史统一于国史，巩固和增强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深厚的历史根基

和精神动力。国史是中华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华民

族是国史的主体力量，同样国史也需要由中华民族

共同研究和编纂。特别是在祖国尚未完全统一的历

史条件下，从中华民族史研究和编纂国史，有利于从

历史上、从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上、从中华民族整体

性上充分阐明“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湾人是台湾人、也
是中国人”，坚决反对和抵制“台独”，为推进祖国和

平统一大业提供历史、政治、理论和实践基础。
2．新旧中国对比法。国史的历史与逻辑起点在

于，新中国之新从何而来、新在哪里、新向何方? 历

史地看，一是近代以来的旧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二是为创建新中国而奋斗的新民主主义革

命。新中国的成立，彻底结束了旧中国腐朽、落后的

社会形态，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并将新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对比新旧中

国，根据历史由旧到新的变革，深刻揭示新中国坚持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

和规律性。新中国之“新”，关键在于社会形态的变

革、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社会制度的先进性。
新中国之“新”，又是在不断发展和与时俱进的，而不

是停滞不前的。新旧中国对比，有利于透过新中国

成立以来建设和发展的历史进程及成就，总结历史

经验和发展规律，揭示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与本

质，展望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前景，把新中

国之昨天、今天和明天联系及贯通起来。
3．改革开放前后历史时期统一法。改革开放是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

大转折，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亦可谓是开创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改革开放前和后两个历

史时期，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但本质上都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

索。在研究和编纂国史中，须坚持和贯彻唯物辩证

法，把改革开放前和后两个历史时期乃至国史的阶

段性与连续性辩证统一起来，同时彰显改革开放是

当代中国发展和进步的关键一招，进而阐明只有改

革开放才能发展中国、发展社会主义、发展马克思主

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当代中国发展

和进步的根本方向。把改革开放前和后两个历史时

期统一起来，国史就在根本和实质意义上实现了贯

通与融通。否则，所谓的国史通史也只能是对历史

的“组装”和“拼凑”，失去其应有的历史真实面貌、内
涵与精神实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中产

生，也必将在改革开放中发展和壮大［11］( P1)。坚持将

改革开放前和后两个历史时期相统一的原则，其实

质就是奠基、开创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国史通史，是坚

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史通史。
4．“五位一体”统筹法。新中国从 1950 年代生

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到社会主义

现代化的基本实现，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12］( P3)。这是当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最大实

际，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体布局

则是“五位一体”，即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
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它遵循社会主义初级阶

段基本路线，蕴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

系、制度和文化。“五位一体”这一结构体系中，“五

位”可涵盖国史的基本构成，“一体”则反映了国史的

基本逻辑关系。如果只有“五位”而没有“一体”，国

史则成为“条条块块”的分布，造成彼此不相“通”。
统筹“五位一体”研究和编纂国史，有利于将历史的

点与面、纲与目、时与空、人与物结合起来，鲜明地反

映和揭示其主体与脉络、内在机理与逻辑。
5．思想、制度和实践融合法。历史是人类社会

的思想认识、社会制度和生产生活实践的过程，主要

表现为思想史、制度史和实践史。思想史、制度史和

实践史是相互联系的。其中，思想史来自于人类生

产、生活，但历史上产生的思想超前或滞后，都不能

转化为社会实践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历史; 制度史

也产生于思想和社会活动，但制度既有实然的，又有

应然的，不一定全部存在或作用于社会实践。历史

归根结底是人类生产、生活史。因而，只有思想史或

制度史，这样的历史难免是单一、片面或残缺的。研

究和编纂国史通史，当然包括思想史、制度史和实践

62

河北学刊 2019·4



史，特别是应达至三者的融合，才是生产、生活鲜活

的历史，也才可称之为真实意义上的国史。研究和

编纂国史通史，须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优秀传统文

化在新中国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以及中华文明在当代中国对人类一切先进文明

的吸收与借鉴，与新中国的社会制度、体制机制和中

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中国革命、建设

和改革开放伟大实践，融为一体，贯通于新中国的社

会形态、社会性质和社会主要矛盾之中，并统一于全

国各族人民不断广泛而深入的生产、生活。
6．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法。新中国的国家机构

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在中央的统一领导下，充分发

挥地方的主动性、积极性。国史中所讲的央地关系，

主要是指中央国家机构与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特别

行政区的关系。中央与地方关系史，是中国传统史

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也应是国史研究和编纂的

一条基本主线。新中国实行单一制的国家结构形

式，中央与地方关系史中既有普遍性，是国史研究的

重要内容，同时又有地方特殊性，其中具有国史性和

国史意义的历史则属于国史或与国史相联系。除中

央国家机构的理论与实践外，如成立新中国时全国

各地的解放和政权建立，地方工作和行业发展中的

经验在全国的试行及推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在

地方的试点及其在全国的推广，实现祖国统一大业

中的香港、澳门回归，以及反分裂国家的理论、政策

与实践等，在一定意义上共同构成了国史的基本脉

络。在国史研究和编纂中，注重将中央与地方关系

互动起来，有利于推进国家行政建制史、祖国统一大

业史、社会生活史和历史地理等的研究，进一步丰

富、完善和发展国史的内涵与特点。
7．中国与世界比较法。根据马克思关于世界历

史的思想，立足中国，面向世界，把中国的历史、现实

和前途命运置于人类社会历史发展、人类命运共同

体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之中。在国史研究中，须注

重把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充分相互结合起来，探寻

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相互交流及互鉴，特别是社

会主义先进文明发展的历史必然性和根本动因。为

此，既要描述新中国的外交史、对外国际关系史，又

要讲述国际经济和政治秩序以及新中国在世界治理

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同时，在经济全球化及其比

较中，探讨新中国在世界历史和现实中的经济社会

发展阶段与水平，从历史大视野中分析新中国发展

道路和制度的优势与特点，彰显新中国的独立自主

与和平发展。同时，发展海外中国学，讲好中国故

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8．党史国史一体法。中共党史与国史的历史逻

辑、理论逻辑是辩证统一的。在近现代中国历史发

展中，国史是这一历史的基核，中共党史则是这一历

史的内核。党史国史的融合和贯通，不仅构成国史

通史的基本内涵，而且彰显了国史通史的本质特征。
在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中，须把党史、国史有机结合

起来，一方面，以党史研究引领和推动国史研究，推

动哲学社会科学一体化、系统化地构建党史国史的

价值体系、理论体系和学科体系; 另一方面，遵循国

史研究的自身规律与特点，推动国史研究科学化、规
范化。也就是说，要恰当处理好二者的比例和主次

递位之变化，即党史占突出地位的突出党史研究，以

国史为重点的则着重国史研究，推动国史研究与党

史研究既相互联系又区别开来，双线并行，交叉递

进。
总之，在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学科结构与布

局中，应从社会基本矛盾入手，把整个国史内涵分为

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两大部类，同时加强国史理论

研究、党史党建研究、制度史研究和改革开放史研

究，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和时代意义的国史编纂学，不

断形成及发展国史特别是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体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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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研究应注重资鉴当世
郑清坡

(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注重历史对当下的资鉴功能，是中国史学的悠

久传统。唐高祖曾言:“史官记事，考论得失，究尽变

通，所以裁成义类，惩恶劝善，多识前古，贻鉴将

来。”［1］( P1641) 而司马光主持编纂的编年体史书《资治

通鉴》，从其名称即彰显出资鉴功能。此后，梁启超

对史学的资鉴功能讲的更加明晰:“史者何? 记述人

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

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2］( P1) 作为以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为对象的国史研究除其具有史学

的一般规律性，更有其特殊性，尤应注重资鉴当世之

功能。

一

从国史学科发展历程来看，其萌生、起步与发展

始终伴随着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对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以来历史的学习与经验总结，其本身就是当

代中国社会发展及现实需要的产物，也是学习和经

验总结所形成的重要成果。
1954 年9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正式颁布，

这是新中国首部宪法，具有承前启后和奠基的意义，

在制定时就得到了广泛认同与拥护。毛泽东曾指

出，这个宪法草案是得人心的，其理由之一就是“这

个宪法草案，总结了历史经验，特别是最近五年的革

命和建设的经验”［3］( P250)。其制定所根据的事实，正

如刘少奇在关于宪法草案报告中所指出的:“这就是

我国人民已经在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

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长期革命斗争中取得了彻底胜利

的事实，就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

人民民主国家已经巩固地建立起来了的事实，就是

我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的强有力的领导地

位、开始有系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正在一步一步

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的事实。”［3］( P402) 这显然是

在对中国历史经验认真总结基础上所得出的重要结

论。因此，这部宪法的制定不仅体现及代表了中国

各族人民的利益、意志和新中国的巨大变化，也可以

说是对新中国初期历史的系统学习、研究和经验总

结。

由此可见，党和政府高度重视新中国成立以来

的历史，不断对历史史实和经验加以认真研究和总

结，并以之作为制定国策的重要依据。正如毛泽东

在中共八大开幕词中所指出的，这次大会的任务是

总结中共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

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

的中国而奋斗［4］( P29)。这自然离不开对新中国初期

历史的研究和经验总结。同时，这些有关经验总结

及其对新中国历史的重要阐述，为国史研究的开展

作了重要的理论准备和铺垫。正如有论者所言，毛

泽东等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初期

历史的论述，蕴含着新中国历史发展的主题与主线、

主流与本质，对国史研究有着重要的理论指导意

义［5］( P29)。

与此同时，有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更为明确提出

要“及时收集和保存建国史料”，为当时及后人了解

和研究新中国发展历程建立基础。1956 年 6 月，全

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黄炎培就曾主张国家必须及

时地好好收集和保存新中国成立后的历史资料，加

以整理，并成立相关的机构或部门予以实施。他还

对国史史料的主要类别作了大体划分，不仅包括历

史档案，还有历史文件、文物、调查报告、统计资料

等; 并告诫如不及时收集保存，这些无比珍贵的历史

资料虽然天天在产生，但有一部分也天天在散失消

灭［6］。显然，这已正式提出应尽快建立国史史料学

的重大命题。

正是在 1950 年代中期党和政府对新中国成立

初期发展历程及经验不断进行学习、研究和总结的

过程中，开展国史研究逐渐被提上议程，并日益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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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与宏观历史主题相联系的微观研究完

全可以成为整体史的组成部分，或者成为观察整体

历史的一个很好的视角和途径。如果微观研究脱离

了历史的整体背景，一味孤立地处理研究对象，那么

微观研究的结果势必是不合乎历史发展全貌而失去

其研究价值。正如英国剑桥大学文化史教授彼得·
伯克指出的，“微观史学家研究的是无足轻重人物的

生平或小社区的麻烦，这就把历史琐碎化了”，“如果

微观历史研究想要规避回报递减法则，那么其实践

者应更多关注更大范围的文化，并展示小社区和大

历史趋势之间的关联”［15］( P48—4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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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ies，Methods and Purposes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 topic for a special discussion)

Chairman: SONG Yue－hong
Chairman’s words: The year 2019 marks the 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has gradually grown up and matured from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and has produced a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result: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Since the Eighteen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new ideas，new understandings and new connotations have
been given to the study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its theories and methods，which will promote the study of
national history to take the road of integration，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and enrich and develop the
study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its theories and methods． The study of national history is based on the study
of history． The basic and key issues in its theory and method are the object，theoretical orientation and
subject attribute of the study of national history． In order to discuss the theory and method of the history
research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better，we have planned and organized this group of papers
with the magazine of Hebei Academic Journal．
Key Words: history of the People’s Ｒepublic of China; research on national history; theory and method;

current information; holistic research; mainstream and ess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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